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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竞争： 政府管制与购买的激励效应

王　 哲　 顾　 昕

【摘要】在西方，发轫于１９８０年代的标尺竞争理论，现已逐渐成为公共管
理（尤其是政府管制和政府购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分支。作为一种重要
的激励性政府管制工具，标尺竞争扩展了传统的个体管制思路，基于被管制企
业与其同行之间的成本对比情况，来决定政府对企业的定价（或购买），从而人
为地在那些存在垄断性、信息不对称性、强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的领域引入了竞
争，极大地改善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机制，提升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绩效。
论文系统考察了标尺竞争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条件，着重梳理了近年来
该理论在四个方面的新进展，包括如何克服异质性、合谋的影响、服务质量下
降和动态效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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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标尺竞争与公共服务业中的激励机制

由于自然垄断、强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很多物品和服务（以下仅
提及服务）的提供受到政府的管制，另有一些服务则需要政府购买，或两者兼
而有之。提供这些服务的行业，例如公用事业（包括水、电、气的生产和配
送）、交通运输、医疗服务（包括药品）、教育、社会服务等，往往事关国计民
生，影响面广。这些行业常被笼统地称为公共服务业。这些服务的供方既包括
营利性组织（即企业），也包括民办的非营利性组织和公立组织。长期以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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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为这类服务定价（即政府仅定价格，并不限定服务量），
或如何购买（即政府不仅定价，而且也确定购买量），以及在定价或购买基础上
如何监管服务质量。一方面，政府必须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争取要么
限制甚至降低相关服务的价格，要么限定其年度总支付额；另一方面，政府还
必须保证服务提供方有内在的动力提升服务的质量，或至少不降低质量，因此
激励机制的设计至关重要。此外，公共服务由于多重难以避免因素本身就存在
着激励扭曲（要么不足、要么过度）的现象（周碧华，２０１５），政府管制和购
买如何避免进一步加剧激励扭曲，更是棘手。

传统的施政方法往往是基于成本加成法来确定价格或支付额（限于篇幅，
以下在多数情况下仅论及价格，但其论述对购买也适用），但这种方法的问题重
重。首先，政府需要对相关服务提供的成本信息进行实时监控，但监控成本有
可能高昂；其次，监控者何以长期保持有效监控力度的积极性，也就是监控的
激励机制，也成问题；再次，政府与被监控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最后，既然政府定价或购买基于成本，那么供方自然就会丧失降低成本的积极
性，因而有可能导致服务费用不断上涨，而质量却不一定提升，甚至有可能下
降。这类问题在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等社会福利领域尤为突出，因为这些服
务的品质往往具有低度量性的特征。

这样的问题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中国也不例外。例如，中国政府对绝大
多数医疗服务和药品实施政府定价以及（通过公立医保机构）实行部分的政府
购买，价格倒是固定的，而且也不高，但中国医疗行业中过度医疗现象普遍存
在，导致医疗费用每年都节节上升，百姓叫苦不迭，政府头痛不已。实际上，
针对这类问题，新的政府管制和政府购买方法在发达国家不断涌现，标尺竞争
（Ｙａｒｄｓｔｉｃ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

标尺竞争一开始是企业理论这一大研究领域的一个小分支。众所周知，企
业理论的核心是委托代理关系，即委托人如何设计合约，激励代理人（如经理）
的行动符合委托人的利益，而对代理人的绩效考评是激励合约的重要内容之一
（Ｂａｉｍａｎ ＆ Ｄｅｍｓｋｉ，１９８０）。尤其是当企业规模较大时，委托人面对多个代理
人，最优激励机制的设计更是棘手。标尺竞争模型就是针对这种情形设计出来
的一种激励机制。

这种涉及到多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当然不止存在于企业中，而且还存
在于许多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因此，如２０１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
尔（Ｊｅａｎ Ｔｉｒｏｌｅ）（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８：４２）在其１９８８年出版的名著《产业组织理论》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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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竞争的潜在应用是很多的。面对相似成本或需求条件的部门经理可
以由ＣＥＯ们进行比较。类似地，对一个公司经理的奖励可以根据竞争公司
经理的绩效做出。更一般地，管理报酬可以基于行业的平均利润。国防部
和许多私人公司有时会使用两个外包商来供应零部件，即便在规模收益上
有所损失也在所不惜。美国老年人医疗保险（Ｍｅｄｉｃａｒｅ）对同一个疾病诊断
组中的所有病人向医院支付固定的费用。这笔费用的大小基于可比较医院
同组病人治疗的平均费用。

事实上，自１９８５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开始将标尺竞争理论的适用范围，
从企业拓展到政府对各种公共服务的定价、购买与管制。现在，标尺竞争理论
中的委托人不仅仅是股东或总经理，也包括政府机构（特别是负责政府管制和
购买的政府部门），理论中的代理人已经不限于企业，也包括非营利组织（如慈
善医院）（Ｎｅｗ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６）、公立组织（如公立医院）（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甚至包括地方政府本身（Ｂｅｓｌｅｙ ＆ Ｃａｓｅ，１９９５；Ｒｅｖｅｌｌｉ，２００６；Ｂｏｒｄｉｇｎｏ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Ｈａｔｆｉｅｌｄ ＆ Ｋｏｓｅｃ，２０１３）。标尺竞争理论从组织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狭
窄视界进入了从公共经济学到公共管理学的宽广领域，成为福利国家治理变革
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政府管制（及购买）中的标尺竞争理论，进行综述，
以期从理论溯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中，探寻未来可能的学术突破空间及其在
中国的应用场景。对于方兴未艾的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问题，即所谓“政
治标尺竞争”，我们已经另撰文章加以详述。同时，限于篇幅，我们对中文学术
期刊上相关文献，暂且不加评述，这方面的综述有待我们在将标尺竞争理论应
用于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时再另行开展。

二、标尺竞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关于标尺竞争的研究发轫于１９８０年代，其思想最初源于一些学者对企业委
托代理关系中相对绩效考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所进行的研究
（Ｌａｚｅａｒ ＆ Ｒｏｓｅｎ，１９８１）。委托代理关系既存在于股东与经理之间，也存在于管
理者与员工之间。以股东和经理人的关系为例，如果企业规模不大，委托人
（股东）仅对单一代理人（管理层）的绩效进行考评，这被称为“绝对绩效考
评”；如果企业规模较大，常常会出现多代理人的情形，例如集团公司中的总公
司作为委托人需要管理若干分公司经理，此时委托人一般采用“相对绩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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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即将承担类似职责的诸多代理人进行比较，按照比较的结果逐一对各代理
人进行奖惩（Ｍｏｏｋｈｅｒｊｅｅ，１９８４）。

相对绩效考评的激励办法可以过滤掉代理人共同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和震
荡因素，使得代理人的报偿基于他们自身可控制的因素，从而激励代理人提升
自己的努力程度（Ｎａｌｅｂｕｆｆ ＆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１９８３），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业绩。此外，
对于委托人来说，实施相对绩效考评只需要收集相对信息，这既可以极大地节
约信息搜集和处理成本，也可以让代理人绩效信息显示真实与否的重要性降低，
从而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麻烦；尤其是在那些个体绝对绩效的好坏难以度量
的环境中（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１９８２），相对绩效考评的优势将更为明显（Ｇｉｂｂｏｎｓ ＆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０）。
１９８５年，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安德列·施莱弗（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将企业理论中相对绩效考评的思想应用于政府管制研究（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１９８５），从而一方面正式提出了标尺竞争理论，另一方面开启了这一理论从管制
经济学向其他领域的拓展之路。

在管制经济学领域开展这一研究的背景是，在世界各地，以服务成本管制
（Ｃｏｓｔ － ｏｆ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为代表的传统方法存在着严重激励不当的问题。
在这种旧管制方法下，政府主要基于供方上报的平均成本，并参考一段时期的
历史运营成本，同时按照预先设定的投资回报率和估计的投资折旧率，设定被
管制服务的单位价格或购买总量。由于在一定时期内投资回报率是固定的，因
此这种管制方法又称“收益率管制”（拉丰、梯若尔，２０１４：１１）。如果提供者
真实上报其平均成本，或者政府部门通过比较低的成本可以甄别出平均成本，
那么这种管制方案就是有效的。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者可能很难甚至
根本无法了解供方的真实成本信息，也就无法真正实现“科学的”定价。更为
严重的是，在这种管制规则下，供方根本没有动力降低成本，甚至缺乏动力显
示真实的成本，反而会有提升成本或虚报成本的积极性，并据此不断地游说政
府提高价格。由于供方拥有信息优势，因此最终的价格或补贴总能让供方弥补
其成本，供方仅凭信息优势就可以获得超额租金，这将导致民众福利水平的降
低（史普博，１９９９）。简言之，由于政府与服务提供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以成本为基础的政府管制和购买，无论如何改善，都有可能产生诸多不良的
后果。

基于这种情况，施莱弗提出，管制者没有必要殚精竭虑去设法调查被管制
者的成本信息，而是可用同行业其他类似企业的信息来模拟该企业的成本信息，
从而提升管制者的信息水平，降低企业的信息租金。他假设在一个博弈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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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业存在若干完全相同的企业，同时假设企业经理风险中性，管制者对代理
人进行支付是没有成本的，企业之间没有合谋，管制者没有被俘获，此时，如
果对该企业产品的定价不是基于其自身成本，而是基于其他企业的平均成本，
则企业将被迫与其“影子企业”竞争。一旦企业的实际成本高于其“影子企
业”的平均成本，企业将亏损。施莱弗通过数理模型证明，这种定价方案将迫
使那些成本较高的企业努力降低成本至平均水平；而那些运营成本本来就低于
平均水平的企业，将会有超额利润。只要标尺竞争型管制维持着，这些企业将
至少保持原有的成本水平，甚至还有可能降低，否则会导致企业利润降低。

通过这种标尺竞争管制，管制者不必知道企业具体的生产和成本条件，通
过“人为地”引入竞争，可以降低企业的信息租金，并促使落后企业降低成本。
同时，在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时，标尺竞争可以过滤掉企业共同面临
的不确定性环境，将企业获得的奖惩建立在自身可控的因素上，从而提升企业
努力的激励水平。很显然，这种人造竞争的思路对于自然垄断型行业的管制，
是至关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施莱弗的经典性论文是针对公用事业行业写的，
但其思路显然可以拓展到诸多公共服务领域，因此在下文，被管制对象既可以
是企业，也可以是非营利组织，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在下文中，当我们
使用“企业”一词时，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实际上有关讨论完全可以适用于
非企业组织。

施莱弗的理论模型建立在一系列抽象的假设上，而这些假设在现实中是很
难满足的。值得一提的是，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具有抽象性并且在现实世界中几
乎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一点往往被很多不了解理论特质的人视为研究不完善的
表现，甚至贬斥为“黑板经济学”；但这恰恰是这一模型具有理论基础性的表
现，因为唯有这样的基础模型才能为后续研究奠定逻辑分析的基础，而后续研
究往往都建立在基础模型中抽象假设的放松或现实化之上。

施莱弗标尺竞争基础模型中两个最重要的假设大有放松的余地。（１）同质
性企业（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Ｆｉｒｍｓ）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实例：即便是处于相同环境
中的企业，也很难保证生产条件的相同，遑论现实中不同企业所处的环境很可
能大相径庭；（２）无合谋假设也可放松，事实上一些激励方案本身就引致企业
间合谋出现（Ｐｏｔｔｅｒ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一旦合谋发生，标尺竞争方案将很难达成
合意的结果（Ｔａｎｇｅｒｓ，２００２）。

此外，标尺竞争的实施虽然将促进成本水平的降低，但也可能导致其他非
合意结果的出现，这意味着在决定是否引入标尺竞争时，管制者必须在不同目
标间进行权衡。例如，标尺竞争在促使成本控制的同时很可能导致质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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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ｎｇｅｒｓ，２００９）；或者说，这一管制导致供方提供了并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
质量攸关且质量难以度量的领域，例如医疗和教育，质量的降低意味着管制的
失败（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另外，在实施标尺竞争后，由于供方通过信息优势
获得的租金减少了，供方很可能会选择降低研发的投入（Ｓｏｂｅｌ，１９９９），导致
创新不足，这也是管制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标尺竞争理论的主要争论

如上所述，对施莱弗模型中假设条件的放松及其可能结果的继续探讨，以
及对标尺竞争可能带来的非合意结果的分析，就构成了标尺竞争理论后续争论
的主题。从现有文献来看，这些探讨与争论集中于以下四个主题：

（一）如何克服异质性

现实中受管制的企业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要实施标尺竞争，管制者就必须
考虑到企业之间的异质性，将企业成本变为真实可比的，其目的是过滤掉企业
所面临的共同外部不确定性。施莱弗的论文实际上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并提出
可以通过计量回归方法，控制住外生异质性变量。很多学者对施莱弗提出的思
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总结出在实践中通过计量方法控制异质性的一整套技术
（Ｃｏ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Ｂｕｒ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一些公司（例如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运用先进的工程学方法，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模型，来确定到底加入何种控制
变量，以及在不同环境下究竟采用哪种计量方法（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０）。

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说明如何使用计量手段克服异质性。２０世纪末，加拿大
安大略省的管制机构决定对其管辖下的８１ 处配电站实施标尺竞争管制
（Ｙａｔｃｈｅｗ，２００１）。但难题是，分处不同区域的配电站彼此间差异巨大，有的位
于城市，有的位于农村，还有的位于山区；此外，不同电站覆盖人数也不同，
最小的电站仅覆盖６００人，最大的则要为近２２万人供电。不同电站所处环境的
差异意味着施莱弗模型的同质性假设无法成立，简单采用其他企业的平均成本
进行定价将丧失科学性。

对此，管制机构决定采取计量方法对企业真实成本进行估算：第一步，根
据行业经验确定那些真正影响或决定配电成本的关键变量和外生变量，包括用
户数量（ｃｕｓｔ）、每公里电线成本（ｐｃａｐ）、是不是公共事业委员会旗下配电所
（ＰＵＣ）、人均每小时千瓦时（ｋＷｈ）、设备平均剩余寿命（ｌｉｆｅ）、负荷量（Ｉｆ）、
人均电线长度（ｗｉｒｅ），等等。

４１

◆专栏：政府规制的激励效应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第二步，基于上述变量，管制者建立起如下ＯＬＳ计量模型（ｔｃ代表总成
本）：

ｔｃ ＝ ｆ（ｃｕｓｔ）＋ β１ｗａｇｅ ＋ β２ ｐｃａｐ ＋ β３ＰＵＣ ＋ β４ ｋＷｈ ＋ β５ ｌｉｆｅ ＋ β６ Ｉｆ ＋ β７ｗｉｒｅ ＋ ε
第三步，将所管辖的８１处配电站的各项数据带入模型，从而得到各系数的

估计值，保留那些系数显著的变量，删去不显著的变量，继而得到最终模型。
第四步，将每个配电站的各项数据带入方程，即可得到各自的预期成本

ｔｃ’。管制者即以ｔｃ’为主要依据，再适当考虑其他因素，为各个企业定价。
相比简单地采用其他企业的平均成本定价，使用计量模型估算的定价方式

无疑更加科学，大大提升了标尺竞争的应用性和准确性。

（二）标尺竞争中的合谋

企业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相对绩效考核可能导致代理人之间的合谋
（Ｇｉｂｂｏｎｓ ＆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０）。作为相对绩效考核的一种，标尺竞争也有此问题。
施莱弗同样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写道，“标尺竞争中一个重要的可能的限制就
是合谋”（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８５：３２７）。通过合谋，企业可以虚报成本以使管制者提高
标尺价格，从而获取额外利润，也可以骗取来自管制者的补贴却不用投入足量
资本以降低成本（Ｓｏｂｅｌ，１９９９）。有学者证明，当企业的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共
同知识（Ｃｏｍｍ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时，即由行业内生产率而不是企业独有生产率来
决定，合谋的诸多企业会变为事实上的一体，这使得标尺竞争与个体管制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变得没有差别。此时，标尺竞争与个体管制相比的好处
也就丧失殆尽了（Ｔａｎｇｅｒｓ，２００２）。

既然合谋的结果是管制者不愿看到的，那么合谋的可能性又是多大呢？
依照现有文献的挖掘，有四点因素会影响企业间合谋的可能性：
１ ． 惩罚力度：施莱弗提出，管制者可以对可被证实的合谋行为施以惩罚，

从而降低合谋的可能性（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８５）；当然，在这里，可证实性
（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特别是可以被法庭或第三方证实是问题的关键，否则无法使惩罚
具有真正的可置信性；此外，惩罚的实施也并非无成本。
２ ． 企业数量：如果企业数量比较多，合谋的可能性就比较低（Ｂｕｒｎ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拉丰、梯若尔，２０１４），由此，管制者应该对可能发生的企业兼并行为加
以限制（Ｓａｗｋｉｎｓ，１９９５）；
３ ． 企业间合约：企业间的合谋契约本身也会影响合谋的可能性。其中第一

个关键点是契约是否有约束力，如果契约没有约束力，合谋将自然失效
（Ｔａｎｇｅｒｓ，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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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企业间行为的可观测性问题：如果企业之间的行为容易被其他企业观测
到，这将降低合谋的成本，其中，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Ｇｉｂｂｏｎｓ ＆ Ｍｕｒｐｈｙ，１９９０）。

另外，由于标尺竞争环境下，被管制企业之间的信息存在比较高的相关性，
因此只要有一家企业有激励不参与合谋，就很可能导致合谋被管制者识破
（Ｓｏｂｅｌ，１９９９）。管制者也可以通过设计特定的激励机制使得其中的部分企业拒
绝合谋，例如，智利政府曾就电力供应在每个区选出一个模范公司作为效率参
考参与标尺竞争，这可能会限制该领域的合谋行为（Ｒｕｄｎｉｃｋ ＆ Ｄｏｎｏｓｏ，２０００）。

（三）质量下降问题

标尺竞争虽然促进了企业成本的下降，却也可能导致副作用的出现，其中
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质量的下降。实施标尺竞争后，作为代理人的被管制者面
对不断减少的私人信息租金，会通过降低质量的方式来间接降低成本。在某些
质量至上的领域，例如医疗和教育，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管制的失败。很显
然，如果质量因素很容易被管制者所度量，那么标尺竞争管制将会取得良好的
效果，至少不会有质量下降的副作用。质量下降的原因在于，被管制者所提供
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很难度量，或者由于其质量要在很长一段时期后才能显现
出来，致使管制者在管制期内根本无法测量，这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尤甚。

应对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法有二： （１）构建有效的质量指数（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这种指数可以基于消费者的评价，即所谓“基于消费者的质量指数”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也可以基于市场份额，即所谓“基于市场
的质量指数”（Ｍａｒｋｅｔ －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但这两种方法也都面临着前文所
述的可证实性问题（Ｌａｆｆｏｎｔ ＆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１；Ｄａｌｅｎ，１９９７）；（２）弱化对可度量
性指标（例如成本）的激励，但这种做法会导致标尺竞争激励效应的下降。总
而言之，两难困境难以避免。

第一种思路很容易流行。在中国，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通过构建复杂的绩
效指标自上而下实施绩效管理，也经常听到强化绩效管理的呼吁，而消费者满
意度是经常被提及的指标之一。有些行业的质量指标相对容易测量，例如电力
配送和自来水等行业，这样可以采用第一种方法，构建起质量指数，消费者的
评价也足以为管制者提供所需的信息。但在另外一些行业，如医疗和教育领域：
一来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较多，而且很多因素与服务提供者无关（即所谓“外
生变量”）；二来质量监测成本高昂；三来由于信息不对称、质量呈现的跨期性
等因素，消费者究竟在何种意义或程度上作为服务质量的合适评价者，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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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问题（莱恩等，２０１２：９１ － １１４）。
面对低度量性问题，管制者此时的应对是第二种思路，即对容易度量的绩

效（如成本之类）采用弱激励。弱激励型应对之策的理论依据是多任务委托代
理模型的研究成果。正如霍尔斯特罗姆（Ｂｅｎｇｔ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与米尔格罗姆（Ｐａｕｌ
Ｍｉｌｇｒｏｍ）对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的经典性研究所揭示的，当代理人面临多个任
务且各任务完成绩效之间存在可度量性差异时，代理人可能将主要努力都花到
绩效容易度量的任务上，而减少甚至忽略在其他任务上的努力。例如在医疗领
域，作为代理人的公立医院有可能热衷于创收，因为经济绩效指标可度量性高，
而政府期望最大化的公益性指标可度量性低；在研究型大学，教师们倾向于投
入更多的精力于科研而不是教学，因为发表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加权后的论
文数）和质量（如影响因子加权后引证率）相较于教学质量，更具有可度量性；
在义务教育中，教师们会更多地倾注于应试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等等。在这
种情况下，委托人的理性选择是对高度可度量的任务（如经济性任务），采取弱
激励（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的治理模式。当然，弱激励之策极有可能
是无奈之举，而且终将成为无效之举，因为如果委托人对高度可度量任务采取
“大锅饭”式弱激励的绩效评估，那么代理人就会在完成此任务上采取“干多干
少都一样”的对策；与此同时，对于难以度量的其他任务，反正委托人难以评
估绩效，于是代理人依然没有动力在这类任务上费心尽力。弱激励的最后结果
极有可能是，代理人的无论哪一种任务的完成情况，都不能符合委托人的利益。

总体来说，关于引入竞争是否会促进质量提升，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一些
学者认为，竞争强度的提高必然意味着引入了质量上的竞争，因此可以间接提
升服务质量。例如在医疗领域，通过提高患者对供方的选择权、降低交易（转
换）成本（例如强制性病例共享之类）、增加医院数量等方式提升供方间的竞争
强度，会间接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Ｍａ ＆ Ｂｕｒｇｅｓｓ，
１９９３；Ｂｒｅｋｋ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但也有学者认为，竞争强度提高会导致“激励扭
曲”问题，即供方在那些容易度量的指标上展开激烈竞争，而在那些不易度量
但却十分重要的指标上缺乏竞争，因此加强竞争的效果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
（Ｗｅｒ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Ｆｅｎｇ Ｌｕ，２０１２；Ｄａｌｅｎ，１９９７）。这些情况既适用于一般
性竞争，也适用于标尺竞争，因此这可以解释为何现实中标尺竞争的应用没有
想象的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Ｔａｎｇｅｒｓ，２００９；Ｄａｌｅｎ，１９９７；
Ｎｅｗ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６）。

（四）标尺竞争与动态效率

除质量下降外，标尺竞争导致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可能出现的动态效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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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分静态效率（Ｓｔａｔ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和动态效率（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后者涉及
技术进步和相应的研发投入。如前所述，如果条件适宜，标尺竞争可以提升企
业的静态效率，即促使其设法降低成本。而在动态效率方面，标尺竞争的作用
如何呢？

一般来说，标尺竞争将促使企业设法降低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企
业在有助于降低成本的技术研发上进行投资，但问题在于技术研发投资本身也
是成本。随着管制者对成本降低信息的掌握，企业进行技术研发所能带来的好
处将呈现递减之势，从而最终降低企业投资于技术研发的积极性（Ｓｏｂｅｌ，
１９９９）。然而，情况或许并非如此绝对，因为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差异有可能会让
企业采取不同的对策。有学者在将技术进一步区分为行业专属性技术（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企业专属性技术（Ｆｉｒｍ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后发现，
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标尺竞争将导致企业不愿意投资于前一种技术，而更愿
意投资于后者，这是因为标尺竞争通过过滤掉同行企业共同面对的技术震荡所
带来的不确定性，因而可以增大激励的强度，使得企业特有技术的价值变得更
高，激励企业投资于此（Ｄａｌｅｎ，１９９８）。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方
式来激励企业投资于行业专属性技术创新，而不必因标尺竞争对此无促进作用
而因噎废食（Ｂｕｒ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标尺竞争对公共服务创新可能会产生的抑制作用，或许不大会产生，因为
在诸如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领域，创新一般体现在服务模式和组织文化中，
具有组织专属性特征，类似于上文所说的企业专属性。

三、标尺竞争的适用条件

标尺竞争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对管制者的重要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管制效果，因而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管制工具。但是，标尺竞争的有效使用，
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

第一，市场失灵条件（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只有存在市场失灵，引
入标尺竞争这种“人为竞争”（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的方式，才有意义。否则，
市场竞争本身就能解决问题。因此，标尺竞争适用于自然垄断、法定垄断和严
重信息不对称的行业（Ｃａｎｏ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第二，可比性条件（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必须存在多个受管制
的代理人，而且代理人之间（通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后）同质可比。这意味着代
理人之间的个体特异值不能超过共同特征值（拉丰、梯若尔，２０１４）。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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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旅游胜地或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政府监管，就很难采用标尺竞争，因为
被监管对象真是各有千秋。

第三，私人信息条件（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在管制中存在
一定数量的私人信息，包括真实成本、技术、努力程度等，代理人可以利用这
些私人信息获取租金。与此同时，这些私人信息之间又是相关的，这意味着一
旦有代理人利用这一信息从中获利（例如通过研发新技术降低成本），将直接反
映到会计报表中的成本一栏中，管制者甚至不需要了解具体技术信息，就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发现行业内的技术进步，从而在下一期加大标尺难度，促进代理
人效率的提升。

第四，可证实条件（Ｔｈｅ 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这一条件意味着管制中
的相关信息不仅仅可以被管制者掌握，最好还应该可以被观察和可证实，因而
可以作为对代理人实施处罚或奖励的（法律）证据。

从上述条件不难发现，标尺竞争特别适合于对区域垄断行业进行管制，例
如电力配送、自来水供应、市内公共交通、公立医院、公立学校等行业。这类
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在所属区域内是垄断的，因而缺乏竞争，此时引入标尺竞
争有利于政府监管，也能促进其提升效率。在这些行业中，相比较而言，标尺
竞争又更加适用于公用事业和公共交通，因为相关领域不同区域的企业之间尽
管存在差异，但多多少少具有很高的类似性，这意味着可比性条件的满足。与
此同时，在这些领域，即使企业有一些相关的私人信息，但由于存在信息披露
制度，企业的成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被管制者所获取并可证实的。对
于医疗和教育领域，跨地区同行的差异性要比公用事业和公共交通领域的差异
性大，但也并没有大到足以使标尺竞争完全失效的地步。更何况，在医疗和教
育行业的某些亚部类，例如医疗卫生领域的精神病院、职业病院和不少特定的
专科医院以及教育领域中的中小学、职业教育等，跨地区服务提供者的相似性
还是很高的，其运行成本信息的可获得性也是相对较高的，因此完全适用于标
尺竞争。

当然，现实中的标尺竞争管制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既可以采用上文陈述的
标尺竞争的形式，也可以使之与其他管制方法结合起来；既可以在定价环节采
用标尺竞争的形式，按照其他企业的成本确定价格，也可以在预算环节采用标
尺竞争，按照竞争结果划拨预算。现实中采用的标尺竞争管制计划远比理论上
的复杂， “大多数激励计划都是多种模型的综合” （Ｊａｍａｓｂ ＆ Ｐｏｌｌｉｔｔ，２００１：
１０８）。此外，除去经济因素考虑外，政治因素很可能也是管制机制设计中的重
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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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管理的实践中，标尺竞争理论的应用如果未充分注意到上述的诸多
适用条件，哪怕是其中之一，也会造成无效的结果。例如，英国在１９８０年代起
开始在其医疗领域引入“内部市场制”，以图通过在公立医院之间引入人为的竞
争而提升其效率，并在１９９０年代以单位成本为标尺，在国民健康服务（ＮＨＳ）
体系内部实施成本控制绩效评估。然而，这一标尺竞争的试验并没有取得预期
的效果，原因有二：一是成本本来就具有强烈私人信息性质，而标尺竞争理论
的初衷就是让管制者或绩效评估者规避对私人信息的监控，因此以单位成本为
标尺进行标尺竞争，违背了标尺竞争理论自身的原理，也不满足于上述的“私
人信息条件”；二是公立医院的相对单位成本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证实性较
弱（Ｄａｗ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实际上，在中国也有类似情况，即卫生行政部门对下属公立医院进行绩效
考核，考核指标包括诊疗次均费用和住院次均费用（某种形式的单位成本），以
期公立医院能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但由于行政管理者对公立医院如何达标的
各种信息不可能充分了解，最后的结果是，在单位成本达标的情况下，公立医
院发生的医疗总费用却节节上升。但可惜的是，由于对标尺竞争等基础理论研
究的缺乏，有关中国医疗领域绩效管理的研究也缺乏学术深度。迄今为止，我
们尚未看到有关中国公立医院绩效管理的中文文献达到相应国际文献的学术
水准。

四、标尺竞争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１９９４年，激励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法国图卢兹学派领袖让－雅克·拉丰
（Ｊｅａｎ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ａｆｆｏｎｔ）曾抱怨标尺竞争理论诞生了近十年却“依然在很大程度
上被忽略了”（Ｌａｆｆｏｎｔ，１９９４：５２４）。此后又经历了２０多年的发展，这一理论本
身的完善及其应用已经取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然而，标尺竞争理论发展及其
应用依然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学者们还可以继续
努力。

第一，围绕施莱弗模型的其他假设，包括单博弈周期、代理人风险中性、
政府购买不涉及公平问题等条件，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倘若存在多周期重复
博弈，是否标尺竞争的结果会发生变化？将代理人设定为风险厌恶（Ｒｉｓｋ
Ａｖｅｒｓｅ）后，标尺竞争的结果是否失效？如果在管制者在政府管制或政府购买的
社会福利最大化函数中纳入了公平因素，标尺竞争的最优解是否也会发生变化？
现有文献对这些问题尚未开展深入探讨。这些理论发展对于其在公共管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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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尤为重要，例如公共管理诸多领域中的代理人具有明显而强烈的风险厌恶
特征。

第二，在发现、分析、确定可能导致标尺竞争失败的原因及其结果后，如
何通过进一步的机制设计改进激励计划尚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目前，国际学术
界已经大致明确了各种可能导致标尺竞争失败的原因及其可能后果，但对于实
践中如何避免错误、改进结果还缺乏有针对性的贡献，或者说应用型研究滞后
于理论性研究。这是阻碍标尺竞争理论更广泛地运用于实践的最主要原因。当
然，这种现象的发生缘于西方学术界重理论轻应用的传统，而在中国正相反，
很多应用型研究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而常常止于就事论事。

第三，有效标尺竞争思想的提出，是在引入市场竞争要素的情况下依然保
持行政机制自上而下进行管控的格局，质言之，是对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
制度嵌入性的探索。但是，有关的学术探索忽略了社群机制的作用，而社群机
制极有可能通过认同与合作的方式对服务质量的保障和提升提供正向的激励，
例如医疗、教育和科学领域中专业共同体所发挥的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对于
有关社群机制的浩繁文献无法详述，但可以确定的是，现有文献对社群机制与
行政机制、社群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制度嵌入性尚未给出充分研究，涉及到
标尺竞争更是如此。尤其是公共管理领域，标尺竞争的理论和实践只是在行政
手段和市场机制的结合上做文章，对于社群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则完全忽视了。

尽管如此，现实中已经有许多国家在若干管制领域引入了标尺竞争，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例如，美国联邦政府针对老年人的社会医疗保险Ｍｅｄｉｃａｒｅ，自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在对各家定点医院的医保支付制度中采用了标尺竞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１９８５）。标尺竞争还被用于英国自来水行业的管制（Ｃｏｗａｎ，１９９７；
ＯＦＷＡＴ，１９９８）、瑞典配电业的管制（Ｋｕｍｂｈａｋａｒ ＆ Ｈｊａｌｍａｒｓｓｏｎ，１９９８）、日本
铁路行业的管制（Ｍｉｚｕｔａｎｉ，１９９７）、挪威公交行业管制（Ｄａｌｅｎ ＆ Ｇóｍｅｚ － Ｌｏｂｏ，
２００３）等。但也应该看到，标尺竞争的实践还存在一定的限度：一是成功应用
的范围还比较窄，主要集中在公用事业的公共管理中；二是不乏失败的教训，
尤其是在除公用事业治理之外的诸多公共管理领域。

发达国家在部分行业和领域尝试引入标尺竞争的相关经验和教训，值得中
国学者深入研究。事实上，在众多涉及到民生的行业，尤其是医疗卫生、公共
交通、公用事业、社会服务和教育培训等，中国政府始终在实施价格管制或政
府购买，但对这些领域公共服务提供数量和质量的管制手段上，却相当滞后，
管制效果自然不佳，时常引发民众的不满，尤其是网民的“吐槽”。即便是在公
用事业的公共管理中，政府定价和质量管制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很多“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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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与相关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在包括标尺竞争在内的基础理论上
的素养有所欠缺，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积极开展对包括标尺竞争在内的新政
府管理理论和手段的大量实证与经验研究，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尤
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共管理变革，是刻不容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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